
 

 

<左尔格与上海国际谍 报
intelligence

战国际会议>报告 
 
                                   于 上海师范大学   2013年 9月 15日 
  

从尾崎秀实看谍报
intelligence

概念的革新 
                                                           铃木 规夫 

 
即便星空全部被企业的网络所覆盖 

电子和光不断穿梭 
已无国家、民族之分的近未来 

                                                   依然不会出现信息化 
——『GHOST IN THE SHELL 攻殻機動隊』（1995） 

 
前言： 

    在主权国家、多种国际组织林立， 各自都为本国利益、意识形态相互交错

的世界政治中，在“即使已无国家、民族之分，也依然不会出现信息化”的 21

世纪的现在，准确定义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是我们维持自身知性的不可或缺的尝试。 

    10年前，2003年 3月 20日，美国布什政权对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进行武
装干涉时，列举出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伊拉克政府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

到了现在，众所周知，不仅在伊拉克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英美情

报机关从当时就承认这些是“不存在的事实”1。 
	   10年后的今天2，美国奥巴马政权正准备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虽然美国

军事干涉首当其冲的理由也是巴沙尔政权使用了化学武器，但欧美的情报机关则

反复声称并不能确定这一事实3。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 9月 2号的情况是，美
国总统奥巴马回避了联合国的裁决，在取得美国国会的承认之后，依然保持要强

行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的姿态。 

	   当然，在现实政治中，虽然说人类集团决定政策的过程中，谍 报
intelligence

带来的分

析和判断不一定会反映在政治判断中这种事态并不合理，但却时常出现。 
	   例如，70多年前，满铁调查部的《支那抗战力调查》（1939~40年，具岛兼

三郎、伊藤武雄、中西功、尾崎秀实等参与调查，共五篇：《总篇》、《政治篇》、

《战时经济政策篇》、《内地经济篇》、《外援篇》）也得出了在中日战争中日本不

可能对蒋介石取得压倒性胜利的结论，但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报道，例如 BBC或者国际文传电讯社都反复报道。

（http://japanese.ruvr.ru/2013_03_18/108300333/）。2010年还制作了以此为主题的电影

（http://www.universalstudiosentertainment.com/green-zone/），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2 “在中东地区以 10年为周期发生的美国或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与美军需要废弃处理多余武器

是周期一致，所以中东的灾难实际上是卷入军工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结果”。中东知识分子这样的常识，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3  参看 2013年 9月 2日HUFFPOST World 日语版。 
http://www.huffingtonpost.jp/2013/08/31/syria-strike-chemical-weapons_n_3849570.html?ir=Japan
&utm_campaign=090113&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Alert-japan&utm_content=FullStory 
 



 

 

	   在政治社会中要对谍 报
intelligence

形成常识，是有各个阶段的，同时也存在谍 报
intelligence

怎

样才能被融入到政策决定过程中的问题。作为智囊团的满铁调查部即便发挥了

谍 报
intelligence

的诸多能力，如果调查结果不能在政府组织内发挥有效作用，那就没有实

际意义。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即便是拥有极高水平的谍 报
intelligence

机关的现代

的美国，在政权决定政策的性质上，也和 70年前的日本没有多大出入。可以说

这是很难把谍 报
intelligence

理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验证政治权力在拿到理查德·左尔格和尾崎秀实小组进行的情报收集工作以

及他们的分析结果之后，如何将这些东西运用到政策决定过程中是一个极具深刻

意义的历史研究4。而且，了解他们谍 报
intelligence

工作实际状态的尝试更为重要。 
	   在这样的历史验证的前提下，我想论证一下左尔格=尾崎、特别是尾崎秀实

在谍 报
intelligence

研究理论上具有怎样的地位。也就是说，在 1940年代，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在

其机能和作用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在左尔格=尾崎小组的“状况

分析”式的情报收集工作中得以实现。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他们和“情报活动”

“间谍谍 报
intelligence

活动”是有明显区别的。 

    与谍 报
intelligence

相伴的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常常被视为问题，查莫斯·约翰逊曾说过：

“如果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尾崎秀实，“不能单纯地说在那个年代的

日本，他是典型的共产主义者”。所以，将尾崎秀实的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的性格定义为

“日本式”的是有些牵强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尾崎秀实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的性

质呢5？ 
	  
 

1、 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的转变及其革新 

 

英国在 1909年 10月创建了军情六处（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SIS=

通称M16）。而从现在典型的美国谍 报
intelligence

教科书——马克M洛文塔尔的《谍 报
intelligence

》

中可以窥见，美国着手组建国家规模的谍 报
intelligence

机关，竟然出乎意料的是在 1940
年代。 

                                            
4参看加藤哲郎《国际情报战中的左尔格=尾崎秀实小组——柳斯科夫逃亡、诺门罕事件、西洛特金（音译）

证言》。http://homepage3.nifty.com/katote/mongol.html 
5对尾崎=左尔格的审判，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极有意思的。 谍 报

intelligence

人员的层次原本就各不相同，所以就存

在该怎样审判的问题。 



 

 

	   “1940 年代，谍 报
intelligence

工作开始了新的尝试。行政与立法双方的政策决定者

们，都认为谍 报
intelligence

是国家安全保障领域当中的新生成员，即便是在陆军和海军中，

谍 报
intelligence

的发展也是比较落后的。经过 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谍 报
intelligence

终于得

以确立起来。正因如此，谍 报
intelligence

在政府内并没有传统的支持和后援。军队和 FBI

对于共有情报源是很消极的，而且由于谍 报
intelligence

并没有一贯的传统或者作战方式，

所以在二战和冷战等非寻常时期就必须构筑 谍 报
intelligence

机关。”  （Lowenthal 
2012:12-13）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进美国谍 报
intelligence

机关组织化的原因是日本突袭珍珠

港。直到今天，那都成为谍 报
intelligence

工作失败的老例子了。因为错过了各种信息，而

且各个部门、机关之间也没有互通重要情报，加上政策决定者按照“镜像效应”

（根据自己的样子来想定对方）mirror imaging 没有能够察觉东京的实际状况

（cf. Lowenthal 2012:19）。 

	   在美国得到的各种“情报”中，也许也有“中共谍 报
intelligence

团事件”中的中西功

等从尾崎渠道获得的东西。虽然美国试图通过日本对英美的开战来为美国在欧洲

大陆上跟德国作战找个正当借口，但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不否认至少当时在美国

政府机构内部承认日本突袭珍珠港是美国谍 报
intelligence

工作的失败这一事实。即便如

此，威廉·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所带领的情报协调局和战略谍 报
intelligence

局

主要关心的还是欧洲战线。 

	   在这种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英国）式的谍 报
intelligence

机关形成中，共通

的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是，第一，收集、分析对国家安全保障重要的特定类型的情报，并

提供给政策决定者的一系列行为；第二，在这一系列行为中所衍生出来的东西或

事情；第三，通过反情报秘密活动（counterintelligence；出于保护人、物资、设

施等目的使敌对势力的破坏等谋略活动、谍 报
intelligence

活动失效）来保护情报或这一系

列的活动；第四，在合乎法律权限的基础上实施上级布置下来的作战（cf. 
Lowenthal 2012:9）。 

	   在这里洛文塔尔所总结的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毫无疑问是从美国积累了半个多世纪

的经验当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可以说和尾崎秀实在实际行动中的自我认识上，有

很大的重合部分。 
	   尾崎秀实经常被认为是有表里双重面孔，其人格也是分裂的。但如果和他在



 

 

军事方面上的思考保持一定距离，研究他的政策取向的话，就会发现尾崎秀实的

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和 1940年以后不断复杂、精致化（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d）的谍 报
intelligence

机关的

常识有相通的地方。 
	   尾崎秀实在审讯记录（1942年 4月 1日）中曾说，各种情报并不因为它们

属于重要机密就有决定性意义和价值，首先自己应该有一定的见解，然后再参考

各种情报来勾画出整体的事实或者倾向。他甚至放言说，他自己自身的综合判断

就可以称为一个情报来源。 

	   如上所述，如果说谍 报
intelligence

就是为了搜集、分析对安全保障来说重要而且特定

类型的情报，并提供给政策决定者的一系列的行动的话，那么尾崎秀实通过他自

己的能力，对情报进行综合分析，并对该时代进行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就这点而

言，尾崎秀实是表里如一的。 
	   尾崎秀实的问题，在于对接受分析结果的“政策决定者”的界定。这个“政

策决定者”到底是指谁，或者在哪里呢？并没有迹象表明作为近卫文磨智囊团的

尾崎秀实，进行了妨碍近卫文磨做出政策决定的反秘密行动6。同时，考虑到当

时的审查状况和限制言论空间等，也不能说作为近卫文磨的智囊团的谍 报
intelligence

人员

提供左尔格的情报有什么显著的问题。虽然是为了避免蒙受意外的镇压而进行的

加工，但是这和身处“阶级敌对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中，要在“一边在

这样的权力构造中生存、思考、行动，一边坚持自身的理想，出于对他所生存的

时代的重大事件的自身判断，来寻找行动的原理” （Johnson1990:198），并没
有什么不同。 
	   对于左尔格，有一种评价说他是双重间谍。但是尾崎秀实所界定的“政策决

定者”是能够做出合理政治判断的“想象中的人民”的话，那就有可能理解支持

尾崎秀实从事谍 报
intelligence

活动的动机。可以说现实主义者的尾崎秀实在从事谍 报
intelligence

过

程中，有一种理想成为他的支撑。高田法官对尾崎秀实的评价，“尾崎是一个献

身理想的高洁之士，是典型的爱国者”，可以说是对尾崎秀实的一个高度概括。 
	   当然，对于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能那样强有力的唤起人们的想象力，

还需要进行讨论。但尾崎秀实的存在，则表明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决定都依存于

谍 报
intelligence

。如果把这当做是谍 报
intelligence

的一个弱点来看的话，也可以思考洛文塔尔所说

的“政治化了的谍 报
intelligence

”这个问题了。 
	   政策的决定者可以对情报随便拒绝或者无视。虽然在 CIA 本部原来的入口

处有：“你将知道真理。然后真理会将你解放”（约翰福音书第 8章第 32节）这

样的字样，但现实是权力关系不会发生逆转。谍 报
intelligence

工作者们不能根据自己掌握

                                            
6在探寻是否准备对苏开战这个情报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客观分析，其实各种情报都表明没有对苏开战的可

能性。对于近卫文磨的智囊团是否也是批评“北进论”，并为了实现“南进”而做了各种政治工作这个问题

还需要讨论。所以尾崎秀实发表的最后的时事评论《大戦を最後まで戦ひ抜くために》（《改造》1941年
11月号）中以：“我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最后的战争”，领导国民在这场最后的战争中战斗到最后

是今后政治家们必须承担的任务”作为结尾。对尾崎秀实的这个话该如何解释也就变得重要起来。  



 

 

的情报对政策提供建议。而且，谍 报
intelligence

工作者还有可能为了支持政策决策者的喜

好和选择，故意修改原本该是客观的情报。这一系列的现象，被称为“政治化了

的谍 报
intelligence

”。	  

尾崎秀实作为近卫文磨的智囊团在从事谍 报
intelligence

的时候，是基于自身的情报工

作来对政策提出意见的，所以明显会陷入到“政治化了的谍 报
intelligence

”当中。而且在

对共产国际提供的分析判断中，也会有损情报自身的客观性，这样跟他自己所说

的“我自己自身的综合判断也是一个情报来源”就会有所矛盾。尾崎秀实自己是

没有考虑到这个弱点的。 
	  在此之外，洛文塔尔也提出了以下三个弱点（cf. Lowenthal 2012:7-9）。第

一，在面对分析对象的时候，谍 报
intelligence

人员可能只具有常识性的知识；第二，分析

过度依赖情报，而忽略情报中体现不出来的部分；第三，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镜

像效应”。如果认为别的国家或别的国家的个人，会跟自己国家或自己采取同样

的行动，就有可能降低分析的正确性。因为有关人士总是认为对方会和自己一样

做出“合理”判断，但现实未必如此。所以对于缺乏合理性的主体以及合理性的

基准不同的主体的分析就会比较困难。 

	   关于上面的三个弱点，有必要重新讨论尾崎的谍 报
intelligence

工作到底是怎样一个状

态。 
	  
  

2、尾崎秀实的设想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立与统一 

         

   在考虑尾崎秀实的谍 报
intelligence

特征时，高田法官对尾崎的评价：“尾崎是一个献身

理想的高洁之士，是典型的爱国者”是值得参考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现实性的革命者的尾崎秀实，从来不说要立刻打到“天

皇制”。1942年 4月 14日的审讯记录中，记录了尾崎秀实“对国体的想法”。 
	   “以我个人之见，我对规定了现在日本政治体制本质的“天皇制”这个词是

否正确表示怀疑。我认为现阶段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其说是发展的后进性倒

不如说是内部的不平衡。而且封建势力直接原封不动地变成了强有力的资本主义

势力（中略）在现阶段日本政治体制中，“天皇”在宪法上的地位所拥有的意义，

也不过是拟定的罢了。（中略）更进一步作为共产主义者从战术上来看，我认为

将打到“天皇制”当做口号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日本从历史上来看，“天皇”并

不是民众的直接压迫者，而且很明显，即便是现在，对民众而言他们也不觉得皇

室的财产是直接从他们身上剥削来的。（中略）我们是世界主义者，所以我们的

目标就是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大同，消除国家的对立，实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中

略）当世界共产主义大同得以实现之时，国家及民族将作为一个地域的，或者一

个政治集合体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我认为的将来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天



 

 

皇制”作为一种制度当然会被否定乃至消失，但是在日本民族内作为历史最为久

远的“天皇家”会以什么形式保留下来也是说不定的事” （尾崎 2004:417-420）。 
	   尾崎秀实对“天皇制”理解的现实性，跟他将中日战争作为世界战争的一环

来解决的时代认识是相通的。他说：“东亚共荣圈确立的前提不仅仅是将英美资

本主义势力从东洋驱逐出去，还要消灭那种民族统治的旧的秩序方式。支那问题

和南方问题所包含的基本意义是民族问题。这些地方的在殖民统治之下呻吟的各

个民族的自我解放，是建立东亚新秩序不可或缺的要素。我相信通过支那民族的

解放和自立，日本和支那两个民族正确合作，将成为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基础的第

一前提。” （尾崎 2004:330）所以在尾崎秀实看来，民族问题和产业革命问题

的紧密关系，也连接着日本的自我革新。 

	   尾崎秀实的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所表现出来的姿态，是以国际主义来克服民族主义基

础的。而其前提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通过中日两国的对抗和相互作用，不仅是

在抵抗一方的中国，也在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寻找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继承了“中

国统一化”理论的尾崎秀实认为，即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中日战争中失败了，

中国社会的抵抗也会有所强化，日本也许能够战胜中国的正规军，但是对抗不了

中国社会的抗日运动，中日战争将长期进行下去，并且在这长期的战争中中国得

以统一，国民党没有能力将政权维持下去，所以中国共产党会取而代之成为新中

国的主人。 
	   我们现在并不确定尾崎秀实是怎样分析“中国统一化”的过程与帝国主义日

本的民族主义过程之间的差距的，但是至少他向往一种“东亚革命”，试图在东

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构造解体之后，建立起社会主义秩序这点是明确的。 
	   为了建立“东亚新的社会秩序”，尾崎秀实认为“苏联”、“脱离了资本主义

的日本”以及“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政权的支那”，这三者必须要有紧密地提携

援助，所以他所要建立的东亚诸民族共同体是以这三者的紧密结合为核心的。而

且尾崎秀实认为：“这个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的就

是实现东亚新的社会秩序。我从最初就深信不疑地认为七七事变是实现东亚新的

社会秩序的决定性的契机，再加上这个时期有幸能够和苏联相互提携援助，通过

我十多年来与左尔格进行的谍 报
intelligence

活动，能和共产国际甚至苏联的相关部门取得

密切接触等事实，我认为建立东亚新的社会秩序并不困难。而且我也充分相信能

够取得支那的提携与帮助” （尾崎 2004:413-415）。 
	   尾崎秀实的这种想法能不能说是一种单纯的“幻视”（米谷匡史），还需要进一

步的议论。但是从展望脱离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金融资本主义机构、建立新的世

界秩序这个角度来说，就像现在出现的金砖四国一样，可以说尾崎秀实给我们展

现出的东西当中，说不定有一种卓越的逻辑。 
	  
  

   小结：脱离盎格鲁-撒克逊式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的意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相悖的关系。

1990 年代末，国际关系专业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会聚一堂，试图讨论两者的

接点与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应该成为历史学



 

 

家。这两个领域之间，不管是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都存在不可逾越的沟壑”（阿

勒曼＆阿勒曼 2003:32）。同时也得出了“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甄别种类繁多

且可疑的史料，然后将自己慎重而且专业的结论告诉他人。人民可以信赖历史学

者所写的东西，但没必要指责社会学者” （Marshall 1964：35）这样的结论。

这也是历史学家 F·布罗代尔对自身的训诫。他曾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

学家不愿意从自己研究的时期脱离出来，他们都不说强盗行为是出现在十五世纪

的科西嘉岛，还是出现在十四世纪的那不勒斯”。 
	   特别是对于预先不知道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或者是行动的间谍活动而言，把这

样的间谍活动作为历史对象的时候，光确认事实都是一件繁重的工作。 

	   而且最近，把谍 报
intelligence

研究当做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政治文化，甚至出

现了使用解释人类学的方法，在政治文化领域研究 谍 报
intelligence

（Davies and 

Gustafson 2013）。当然，在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政治文化中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

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这种概念和尾崎秀实的思考方法是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尾崎秀实的

实践与理想，倒不如说是成为了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束缚中解放了谍 报
intelligence

概念

的一个契机。 
	   虽然和尾崎秀实当时的预想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

战，民族问题、农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金融资本主义

为所欲为，战事不断，但回过头来再看尾崎秀实的“中日战争将作为世界战争的

一环得以解决的时代认识”，也许可以说我们现在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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